

《太史公自序》授课纲要

《太史公自序》：序“太史公”其人及其书，乃《太史公书》之自序传。因此，全文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为“太史公”其人之世系、家学与生平事迹；二为太史公其书的成书原委、撰述宗旨与全书叙目。 

一、全文纲目 

（一）、家世源流 

1.追叙先世 

2.世代流衍 

储欣：谱司马氏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世次井然。（《史记选》卷六） 

牛运震：此篇所载，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具在焉。（《史记评注》） 

（二）、司马谈之学说(《论六家要旨》) 

1.学术渊源 2.一致百虑 3.六家短长 4.短长之故 

《史记儒林列传》：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弒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下，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弒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黄生主张“黄老之学”，属道家；辕固生是《诗经》博士，属儒家。这是道家与儒家的一场辩论。黄生认为君尊臣卑、上下之分有定制，不可变改。此说与法家接近；“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一语即见于《韩非子》。辕固认为汤﹑武革命是“与天下之心而诛桀”，诛暴君是吊民伐罪，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当然与“弒君”不同。景帝时的辕固生还继承孟子(或先秦儒家)的“革命”思想，以此论证本朝政权的合法性。这样的论辩，让景帝警觉到具有危险性，按照这种逻辑推理下去，自己或者后代像以前的“桀、纣失道”不贤明，那么也会有革命者革到自己的头上，于是说：“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于是乎就禁止了这样的论辩。 

〔清〕邵懿辰： 

班氏父子讥太史公论学术则崇黄老而薄五经。为之说者，谓特其父谈云耳；而迁书之尊孔氏，则可谓至矣。然余读六家要指之篇，而知谈之言，亦有为而发也。迁录其文，而首着之曰：”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明此篇作于武帝世。建元、元封中距三十年，始颇向儒术，博求贤良文学。既而广心浩大，弊中国以事四夷、巡游、祷祠。事端之兴，若猬毛。谈意若曰：武帝崇儒，宜度越往昔，而治效顾不如文、景尚黄、老时。故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曰”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窾言不听，奸乃不生”。凡是道家之常言，而施之建元、元封间，则皆切时之药石也。常求神仙方术，而形神骚动，故讽以先实其神。以谓养身之道，在彼不在此。六家中，举墨子为详，土阶茅茨之云，与营建章、作通天台适相反。曰”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犹云帝王各殊礼而异务，并抑损之微言也。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言虽墨氏学，审行之，宏羊平准可不作，而德行亦可如尧、舜矣。篇首称六家”皆务为治者”，末言”欲以治天下何由”，明此篇论治，非论学也。（《书太史公自叙后》，《半岩卢遗文》卷上） 

张舜徽： 

〔《论六家要旨》〕谈评骘周秦诸子之语也。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诸子之言，纷然殽乱。后世学者，厘析其立说之异同，从而名之曰：此某家也，此某家也。当时曷尝自立此名乎司马氏以前，论列诸子流别者，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南子．要略篇》，皆但称举同异，提挈纲要，而不命之曰某家某家。诸子分家，实自史谈始也。（《周秦道论发微》，页二九九） 

张素卿：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在学术史上值得注意的特出贡献大凡有六： 

1．首先揭诸学派("家")的观念而综论其"学"，代替以学者("子")作为评述对象；

2.区分先秦诸子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为后世所遵循；

3.综稽六家思想同归一致之处，曰：此务为"治"也；

4.综述六家论之"要旨"，兼论其短与其长－－不专主批评；

5.重视"兼综会通"，推重道家，正以其能"兼综"各家之长； 

6.论"学"，亦兼论"政"("治")，故以"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作结。 

（三）、成就今天我们所见《史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1.幼学壮游 

〔宋〕苏辙：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 

〔清〕顾炎武： 

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涂，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日知录》卷廿六）  

2.临终遗命 

a)世为周史；b)谈欲论著；c)欲效周孔；d)史记放绝。 

钟惺： 

观太史执迁手而泣、迁俯首流涕，千古而下，五十万余言，字字声声，且一一本之孝亲，依据傍于孔子春秋。著书者何等原委，而但以文字读之耶﹖（见《史记评林》引）  

3.任太史令 

（四）、撰述志意 

〔清〕陈子龙： 

予读太史公自序，以为孔子之后五百岁、不敢多让，至比其书于《春秋》，此其言诚夸矣，失实。然其卓识远见，微言晦志，不拘牵于世俗之论，而自抒发其意，亦有得《春秋》之一端者。……盖君子之为史也，非独以纪其事，将以善善而恶恶也。夫善之已形，恶之已着，人皆能言之，惟其事在拟疑之间，幽隐之际，非君子不能知之，而不为明之，则难遵而易畔。是故《春秋》褒贬，或言近而指远，或文与而实非，或彼此异辞，或前后异旨，所谓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也。（《史记测议•序》） 

（五）、发愤著述 

蒋礼鸿： 

索隐﹑正义皆以”隐约者”三字属上”诗﹑书”为读，此失其句读，当读”夫诗﹑书”顿，”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句。”隐约者”，独忧患困厄之人也。……史公自序于此句之下，历述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陈蔡而演周易﹑修春秋，以至韩非囚秦，不韦迁蜀，而传说难﹑孤愤﹑吕览，而结之曰：”诗三百篇，大抵皆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云云，凡所陈诸贤圣，皆所谓”隐约者”也。其曰”发愤”﹑曰“通其道”，即所谓”遂其志之思也”。(《双瓻室读书记》，据吴忠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引，页83) 

张大可： 

司马迁宣称他的史记就是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春秋寓褒贬，“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史记继春秋就是要明是非，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述往事”即“志古”，指史记所包容的全部历史内容。“思来者”即”自镜”，是司马迁熔铸在史记中的理想，指洞察历史未来的变化。司马迁认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洞察事势变化，借前车之鉴，可以避免覆败之祸。史记着重写变革的历史，并以人物为中心，在“治乱”二字上下功夫，意义在此。（《史记全本新注》，页23）司马迁答壸遂问，自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与后文所说”述往事，来者”是一个意思，即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说的“志古自镜”。“述往事”即“志古”，指史记所包容的全部历史内容。“思来者”即“自镜”，是司马迁熔铸在史记中的理想，指洞察历史未来的变化。司马迁认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洞察事势变化，借前车之鉴，可以避免覆败之祸。史记着重写变革的历史，并以人物为中心，在“治乱”二字上下功夫，意义在此。（《史记全本新注》，页2183） 

（六）、全书叙目 

〔清〕卢文弨： 

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班固之叙传，即汉书之目录也。古书目录往往置于末，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皆然。 

余嘉锡： 

盖目录之学，昉于刘向。向所作战国策书录，于以杀青可缮写之下，冠以叙曰。故知七录序所谓“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者(隋志序略同)，皆群书之叙也。古人作叙，未有不详撰人行事者。最早者如淮南王安受诏所作之离骚传，王逸及隋志均谓之离骚章句，盖是离骚之注，犹之春秋传诗传云耳。（淮南王传注师古曰：传谓解说之，若毛氏传。考班孟坚离骚序谓安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知师古之说确不可易。王念孙读书杂志谓传为赋字之误，殊为失考。）而班固离骚序引其文，自“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至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皆与史记屈原列传同，盖是其叙中语，太史公作原传即用安序（章炳麟检论卷二征七略已有此说，但章误以为安仅作列传，不知尚有章句也。），犹之用司马相如自叙作列传也（见史通杂说篇）。其后司马迁、扬雄自叙，皆缕叙平生事迹，班固则名之为叙传，诚以书叙本是传体也。故刘向之晏子孙卿书录皆详考行事，补史记本传所不及。隋志序谓”王俭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是俭所作解题，直谓之传矣。六朝、唐人为人作文集叙，犹多用此体者；释氏目录之书，如僧佑之出三藏集记，道宣之大唐内典录，智升之开元释教录，皆为译着人作传，盖即用别录七志之体。而未以后为目录学者，乃不知出此，晁陈书目但署作者姓名，于爵里且有着有不着，无论行事也。四库提要体裁稍备，然亦只及名字爵里而已，而又多曰”里实未详”、”仕覆未详”、”始末未详”；实则其所谓未详者，非竟无可考，散见群书不暇翻检耳。陆氏此书独于提要所不详者，旁稽博考，辑录成篇，略如列传之体，可谓得向、歆之遗意，不失见录家法者。 

二、文章赏析 

〔清〕汤谐： 

《史记》一书，长江大河洞庭彭蠡之胜备矣，到此自叙，要意理包括得完，更要气象笼罩得住，方称万壑朝宗境界。然可也是难。看此文系则追溯皇初，学则融贯诸家，则遍周宇甸，志则根柢忠孝，绪则渊源周孔，道则统承列圣，用则才配六经。鸿裁伟论，拔地倚天，而文气深沦深厚，浩荡杳寞，正如大海容纳众流，茫无涯际，其中百怪变幻，都归一片鸿蒙，宜乎二千年来，学士文人惟有为之望洋向若而叹也。（《史汉半解》） 

〔清〕马子才： 

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泝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有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忆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哑、高帝之嫚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俱游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栗。……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彷佛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见《史记评林》卷首录；又见《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引） 

吴光明： 

太史公司马迁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旅游全国，足迹遍历名山大川，下笔有奇气，……。我想指出的是，太史公遍历名山大川的时候，并不是把这些自然景物当作一种“客观的存在”。相反地，他把这些自然景物，与人文经验联系在一起。例如，司马迁来到文化古国鲁国的时候，”……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厔。”（《史记•孔子世家•赞》）他把鲁国与孔子的历史经验合而为一；司马迁又说：“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史记•伯夷列传》）他把箕山的景物，与许由的事迹联系在一起，并在他的心灵深处加以“重演”。在太史公这种“心灵重演”的研究过程中，所谓“思考者”(史家）与“被思考者”（历史事实）已经融合而为一体，两者之交融，如同庄子笔下的人与道相忘于江湖。历史家也在这种“思考者”与“被思考者”合而为一的状态中，编织一个历史的网。……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网”就是意义之网。(《历史与思考》，页51-52) 

〔清〕方苞： 

子长作封禅书，着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则曰：“是岁天子方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又记其言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命也夫。”余少读而惑焉，及读封禅书，至群儒不能辨明封禅事，然后得其意。盖封禅用事，虽希旷其礼仪，不可得而详，然以是为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仙人、蓬莱士之术，则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长恨群儒不能辨明，以为天下笑，故寓其意于自序，以明其父子未尝与此；而所为发愤以死者，盖以天子建汉家之封，接千岁之统，乃重为方士所愚迷，恨己不得从行而辨明其事也。……子长之言曰：“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难为浅见寡闻者道。”然则读子长之书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书太史公自序后》，《望溪先生文集》卷二） 

张大可： 

总括起来说，序目是用极简练的文字来概括为什么要写某篇某传的理由，夹叙夹议，集中地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褒贬观点对史记全书作了很有价值的自注和补充。若将序目提要与各篇之论赞作比较，就可鲜明地看出，论赞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序目更富于理性。例如商君列传赞批评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而在序目中却称赞商鞅“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晁错列传赞批评晁错“擅权”，“多所变更”，而在序目中却高度称扬晁错“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不认真研究序目提要，就不能正确地评价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也不能正确地揭示司马迁的思想。史记各篇论赞与序目提要是互补互见之文。（《史记全本新注》，页2185） 

总结： 

一、《太史公自序》是一篇自序，也是一篇自传。先秦古籍中，如《尚书》、《诗经》皆有序，但系后人所追述，非作者自序，而且《书序》、《诗序》原先并不跟《尚书》、《诗经》合并流传。古人作”序”除了次目录之外，还钩玄撮要，说明著作之大意旨趣。而且，古书之序原殿于书末，如《太史公自序》为《史记》最后一篇，此外，如《淮南子》、《法言》、《汉书》、《潜夫论》、《论衡》、《说文解字》等各书之序也都是全书最后一篇。 

《自序》明述了作书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一般说来，书之为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自序》可以说是兼此二义。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皆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人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

《史记》自《黄帝本纪》起百三十篇，合而论之，总是一篇。篇终必须收束得尽，承载得起，意理要包括得完，气象更要笼罩得住。《史记》的最后一篇以自序世系开始，逐层卸下，中载六家、六经两论，气势已极隆，后又排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齐齐，最后又总序一百三十篇总目，其可谓无往不收，无微不尽。其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难怪乎后世之学士文人有望洋向若之叹了。 

二、古人的著作观与今人不同。首先，一部著作往往就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结晶，作者与作品关涉、交融，浑然一体。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强烈地表明以著作为其生命表现的意志。其次，古代读书、著书不易，也不轻易著述，往往世代传学，是所谓“家学”。因此，司马迁为《史记》作序，除了叙录全书篇次要旨之外，并追记家世、陈述家学渊源。司马迁称其著作为《太史公书》，以“太史公”为名，除了强调出著述的“历史意识”外，从《太史公自序》的旨意看来，未尝不是藉此父子的共名标显司马氏为史官世家、谈与迁父子相续撰述的心迹。由于父亲司马谈的引导和托付，司马迁开始走向撰述史籍的道路。太初元年，已经着手进行，七年而遭遇李陵之祸，下狱受刑。就世俗的观点而言，他是“身毁不用矣”。遭受如此巨大的冲击，心境不能无所转折。依《报任安书》，当年罹灾所以未“伏法受诛”，是深思过”人的生命价值”这一课题，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又说：“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此所谓“义理”为何﹖首先，司马迁自述：“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发愤有所作为，冀能表现文采于后世，也就是著述立言以留名不朽。其次，由此进一步寻思，他所遵循的“义理”乃是儒家的生命价值观，包括：a)“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立名观；b)立言而“述往事，思来者”的著述观；c)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的“孝”的道德观。其中，a、b两点俱得自孔子的启发，而c则是司马谈临终遗言的训诲。然则，罹灾受刑之后，司马迁不仅没有放弃撰述《史记》，反而深化为“用己”的生命事业－－实现自我、成就自我以焕发其生命价值的事业。《报任安书》与《太史公自序》都强调要发愤于著述，述往以思来——“令将来之人见己志”，这是司马迁“用己”的志业。 

三、思想倾向 《汉书》中有一篇《司马迁传》，内容大抵因袭自《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增录《报任安书》一文。篇末，班固有一段“赞”（这些意见实上承他的父亲班彪），其中批评司马迁的《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这涉及《史记》思想倾向主要是以黄老道家为主还是以六艺儒学为主的课题。实则，班氏没有仔细厘清司马谈与司马迁主要思想倾向的差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固然推崇黄老道家甚于儒家，然而，司马迁撰述《史记》时，一方面上承父亲兼容并蓄的学术胸襟，一方面却也表现出思想的自主性。 

四、对于孔子的仰慕  《太史公自序》及《伯夷列传》﹑《孔子世家》等等篇章，太史公之仰慕孔子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尊孔子为“至圣”，列孔子于“世家”（老子则入“列传”﹑称为“隐君子”），各篇本纪﹑世家与列传，往往插叙如“孔子相鲁”等事，诸”表”之历史分期更以“孔子”为轴心。所谓“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孔子之所以尊，司马迁之所以宗仰无已，岂不正是向往孔子的道德学问——即六艺之学！《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比《太史公自序》早，而且二文所举“发愤著述”的事例中都有“孔子厄作春秋”一事。那么，《孔子世家》的叙述构想在此之前已建立。《孔子世家》中述说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故作《春秋》以自见于后世，“太史公曰”推尊孔子为“至圣”的缘故，主要便是着眼于此。由此而言，司马迁以著述为立身扬名的事业，在生命价值观方面引孔子为导师：这是孔子对司马迁的启导作用之一。就撰述方式而言，孔子作《春秋》，并非“载之空言”，而是采取“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司马迁之《史记》也以“述往事”﹑“通古今之变”的方式“成一家之言”：这是孔子对司马迁的启导作用之二。司马迁书写《史记》，基于历史的﹑文化的良心针砭世局﹑表彰义行，其批判的史学精神上承《春秋》：这是孔子对司马迁的启导作用之三。《伯夷列传》说“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孔子世家》“太史公曰”又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然则，在《史记》的撰述原则方面，司马迁也奉孔子为判断是非的最高准则：这是孔子对司马迁的启导作用之四。 

司马迁“发愤著述”完成《史记》，这便合乎立身、扬名以显父母这一“大孝”的道德观(参司马谈临终遗命)，为父母、家族，甚至为人类群体尽“大孝”，这就是司马迁认为自己最应当做的事业，他“为所当为”，即是“扶义”！所谓“立身”，即表现在隐忍苟活，尽力使一己有限的生命焕发出不朽之价值；完成《史记》是司马迁立身的方式，随着《史记》的流传，终于也藉此“扬名”。立身、扬名即是“不令己失时”和“立功名于天下”，而这也就是“义”－－是儒家，也是司马迁对“人”之价值的观点。他实践这理念，而在史学传统中有不凡的成就－－如开创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故可谓“扶义倜傥”！司马迁不仅自己实践这样的理念，也循此观点探察历史人物，揭示他们的生命光采以及历史价值(由列传的撰述原则可知)。《史记》叙述人物之所以生动、深刻，除了文笔功力外，上述探察人物的观点也不可轻忽，这尤其关系着司马迁的历史识见。 

关于司马迁“发愤著述”对于创作史书而言，有什么得失？所谓“不经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飘鼻香！”作家们往往在经历过了物质、肉体、精神的“穷困”环境的脱胎换骨的锤炼后，作家才能更深刻的体会到世间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从而进一步地理解自然界、人类界，理解真切的自我。伟大作品的感人之处在于人的存在，感情的存在，作家的个性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对于它们的深层次的理解、体悟，创作者在“穷困”之后创作的作品才往往更具有强烈的感人色彩，因而使得作品更“工”。“穷困”的生活对于作家个人而言是非常不幸的，但对于文学而言，对于广大读者而言又是万幸的，可以讲，他们创作的作品是花，是用汗水与心血浇灌出的生命之花，生命之花的灿烂正是靠作家泥泞困窘的物质或精神生活中的扎挣打拼换来的（《穷而后工述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所以说传世的经典之作，往是“若闷的象征”，因此，我们可以说：愈是发愤而通透本性，乃愈能“同情地”了解人与事。这样的史家，乃能不蔽于一隅，尤其能对“大一统”架构以外的人物－－所谓“倜傥非常之人”，予以“同情地”了解；对现实中功利、虚伪、不公……等现象，也愈敢于“批判”。这样的史家是站在普遍的“人”的角度来评断人、事，而不自蔽于任何既有的框架之中。《报任安书》云“激于义理”，因此我们可以说太史公之“发愤”，是一种不平而鸣的“义愤”。基于这样的义愤的历史评判，就“人”之为“人”而言，不正应该是一种更具普遍性与公平性的评判吗﹖


